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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关系”还是 “弱关系”

———社会互动对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的影响路径分析

尹建华，石少卿

摘　要：如何有效降低家庭能源消耗一直以来都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除经济激励措施之外，社会干预措

施越来越受到关注。在社会互动中，究竟是充当信息桥的 “弱关系”，还是作为人情网的 “强关系”更能推动

家庭节能行为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议题。本文基于 “弱关系假设”、“强关系假设”以及嵌入性视角，采用

抽样调查数据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就社会互动影响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的作用机制展开实证分析。

通过直接模型和中介模型两阶段检验，初步得出以下结论：（１）社会互动显著推动了中国城市的家庭节能行

为；（２）相比于 “强关系”而言，“弱关系”更能促进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３）节能知识的提升对于当前

阶段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研究结论说明，充当 “信息桥”的 “弱关系”可以通过节

能知识的扩散和传播推动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该结论既验证了 “弱关系假设”在家庭节能行为领域的适

用性，也印证了 “强关系假设”的适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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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能源消耗已占我国全部能源消耗的８４％，而家庭能源消费又

是其中的主体。补贴、返税以及折扣等经济激励措施一直是推动家庭节能行为的重要渠道，但却因

其高成本、短期性和易反弹等缺点而广受诟病，学者们转而求助于社会干预等非经济性措施来降低

居民的能源消耗［１］。然而，学术界对不同情境和文化制度下采用社会干预措施促进家庭节能行为的

方式和效果仍有争议，尤其是在中国高情景化和关系型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究竟是充当信息桥的

“弱关系”，还是作为人情网的 “强关系”更能在社会互动中推动家庭节能行为，开始成为学者关注

的议题。基于此，本文尝试探索社会互动对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其中介作用，进一

步验证 “强关系假设”和 “弱关系假设”在中国社会情境中的作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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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社会互动与节能行为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个体行为的社会干预措施受到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重视，并被积

极地应用于行为科学、可持续发展、能源消费等众多研究领域。究其原因，社会互动等社会干预措
施因其持久性和低成本等特点而对居民实践节能行为具有较强的规范作用［２］，而借鉴社会学相关理
论 （如社会网络理论）、由新古典范式改良而来的社会互动理论对于分析居民能源消费等经济学行
为研究也更具优势［３］。因此，从 “经济人”向 “社会人”的视角转变开始成为各国政府推动家庭节
能行为的新方向。
随着社会网络和社交媒体 （如微信、微博、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等）在各国城市居民生活中重

要性的不断提高［４］，学界开始普遍关注家庭节能行为的社会化影响方式。在早期的探索中，研究大
多聚焦于榜样的示范作用对观察者实践家庭节能行为的影响力。Ｋｒｉｓｔｉｎａ等发现，社会互动是影响
城市家庭节能活动的重要因素［５］，利用社会互动所产生的参照心理可以有效促进家庭节能行为。

Ｈａｎｄｇｒａａｆ等认为，提供社会对比信息产生的社会激励比经济激励更能促进家庭节能行为［６］，可以
有效改变城市家庭长期的能源消费模式。然而，也有学者指出，社会规范虽然改善了人们对节能的
认知和行为意愿，但并没有带来能源消费量的实质减少，甚至会抵消经济激励带来的节能效应［７］。

Ｃａｒｒｉｃｏ等对社会影响方式的整体干预效果提出异议，并证明同伴教育对促进家庭节能行为的作用
十分有限［８］。由此可见，学术界对于在不同情境和文化制度下采用社会干预措施促进城市家庭节能
行为的方式和成效仍存有争议，这也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今天，由高能耗和高碳生活模式引发的交通拥堵、电力紧张、饮水安全、空气污染等问题使中

国城市居民生活开始面临越来越多的外部制约。虽然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经济激励措施试图规范城
市家庭节能行为，但并未取得预期效果［９］。究其根源，可能是中国本土文化和价值观中的高情境化
社会互动特征起到了主导作用。研究显示，基于这一特征产生的 “面子”文化、群体压力、社会风
气等外部情景因素与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关系［１０］。中国城市居民对自身与
他人利益关系的重视程度显著高于对生态系统本身的重视程度，因此需要充分发挥群体规范和社会
舆论对家庭节能行为的影响力和塑造力。然而，节能认知的匮乏、社会规范的缺失以及能源消费倾
向的过度均为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设置了障碍［１１］。因此，积极地采用社会互动等社会干预措施
来推动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弱关系假设
“弱关系假设”揭示了社会互动中的 “弱关系”对于个体获取求职信息、资源和机遇的重要作

用，其提出对职业流动领域的研究首先产生了较大影响，后来学者也尝试通过不同的视角、数据和
模型来验证 “弱关系”的有效性。Ｆｒｉｅｄｋｉｎ基于多学科社会网络的背景测试了 “弱关系假设”，结
果表明网络中的本地桥梁和群际联系是不成比例的 “弱关系”［１２］。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认为在求职过程中，
“弱关系”比 “强关系”更频繁地传播工作信息以及提供更好的分配方式，但这一结论的前提是求
职者的网络构成与其最低可接受工资之间存在相关性［１３］。而且在求职过程中，来自 “弱关系”的
帮助更多与个体的早期职业和工作地点有关。通过大量对求职者的研究，学者发现 “弱关系”的重
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个体对于信息的接受和传播过程中。Ｈａｎｓｅｎ解释了 “弱关系”在跨组织子单元
间共享信息的作用，结果表明 “弱关系”有助于项目团队搜索有用的信息，但同时也阻碍了复杂信
息的转移［１４］。相对于 “强关系”而言，“弱关系”在获取冗余信息的能力方面会更强。Ｔｏｄｏ等通
过信息传播研究了供应链网络结构对生产力和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获得多元化关系对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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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提高生产力和创新能力非常重要［１５］。除了在职位流动研究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弱关系假
设”的提出还促进了微观个体视角与宏观互动范式的结合，继而推动了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被大量
应用于创造力的形成、核心话题的讨论、关系测量指数的构建，以及犯罪原因的解释等研究领域。
基于以上分析，“弱关系”对于个体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异质性信息的传递和获取来实现的。在

中国情景下，社会互动作为一种信息获得机制可以有效地激发个体对他人节能表现的关注、评价和
模仿，以及促进与其他个体在行为和心理上的对比［１６］。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个体获取异质性信息
的主要方式就是拓展信息渠道和范围［１７］，即个体社交网络的规模。基于信息获取视角，个体社交
网络规模的扩大会显著提升其信息的获取渠道和异质性，而同时由于 “邓巴数字”的限制和血缘关
系的稳定性而不会对个体的 “强关系”产生影响。由于网络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获取异质
性信息和社会资本的机会，因而其成为很多学者用于表征个体 “弱关系”的重要指标［１８］。就 “强
关系”和 “弱关系”的测度指标选取而言，尽管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首先指出个体间关系的强弱与互动频
率、感情强弱、亲密程度、互惠交换等四个维度紧密相关，但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存在实际操作不便
和指标选取争论等问题［１９］，促使部分学者支持使用单一测量指标来指代，以便于进一步开展实证
分析［２０］。因此，本研究使用网络规模指代 “弱关系”，个体基于多渠道和大范围的弱社交互动过程
可以获取更多有利于降低家庭能耗的异质性知识和信息，继而可能通过模仿、对比等行为促进家庭
节能行为实践。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１：网络规模越大，越能够推动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实践。
（三）强关系假设
在中国情境下，社会互动影响个体行为和决策的效果可能会因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Ｂｉａｎ对

中国天津地区以及新加坡部分地区的职业流动调查发现，在东亚文化情境中人们更倾向于通过 “强
关系”（即信任和义务）来获得工作和机遇［２１］，这一结论被称为 “强关系假设”。由此可见，虽然
“弱关系”在欧美文化下的个体职业流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得到了多种情景下的验证，但对于中
国文化情景中的个体职业流动而言，显然 “强关系”的效果更加理想。这是因为 “弱关系”更加有
利于求职信息的扩散以及异质性资源 （机遇）的获取，而 “强关系”可以在实际求职过程中帮助个
体获得有效的直接利益［２２］。这种直接利益的获取方式在高情境化和高互动性的中国社会文化中显
得更加突出。“强关系假设”的提出对于研究中国情境下社会互动影响个体行为和决策的其他议题
（如家庭节能行为）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与 “弱关系假设”的观点不同，“强关系假设”认为社会互动的作用不是传播和收集职业信息，

而是求职者通过人际关系得到工作分配主管部门和分配决策人的特殊照顾［２１］。基于 “强关系”的
视角，社会互动是一种人情网络而非信息桥，信息的获得只是人情关系的副产品而已。为拓展 “强
关系假设”结论的区域局限性，Ｂｉａｎ等通过中国和新加坡职业流动的对比研究，初步验证了这一
假设［２３］。随后，学者们开始跟进并尝试将 “强关系假设”引入到不同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企业家
网络、网络约束性、创新项目联盟、弱网络架构以及职业流动性等，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和
研究基础。

“强关系”影响个体行为的渠道主要有两个，即信任度和社会压力。根据信任理论，社会互动
通过信任产生交换行为，而关系强度决定了个体间的信任程度。关系强度越高意味着个体从社会互
动过程中获取关键信息的可能性越大［２４］。通过 “强关系”获取的如节能知识、低碳信息、实践技
能、操作诀窍等关键信息能够为个体有效开展家庭节能行为带来直接效果，这与由 “弱关系”而来
的异质性信息仅能拓宽个体的节能认知不同。关键信息被获取的可能性与个体间关系强度紧密相
关。此外，随着关系强度的提高，个体受到来自社会互动端的压力会越大，也间接促进了个体间模
仿、对比和学习等社会行为的产生［２５］。这意味着居民的家庭节能行为因规范化压力的作用而在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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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社会团体中具有较强的趋同性和一致性，这在我国高度情景化的社会氛围中更加突出。对于个
体网络而言，关系强度因其强嵌入性和高信任度而对个体行为和决策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从而成为
表征 “强关系”的重要指标。基于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Ｈ２：关系强度越大，越能够推动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实践。
社会互动、强弱关系与家庭节能行为的关系如图１所示。

图１　社会互动、强弱关系与家庭节能行为嵌入路径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社会互动对家庭节能行为的直接作用模型，即将网络规模和关系强度
作为外因潜变量，将家庭节能行为作为内因潜变量构建模型。假设验证的Ａｍｏｓ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２　直接模型Ａｍｏｓ分析图与研究假设

（四）嵌入性
长期以来，人类的行为由于忽略了必要的社会联系而造成过度社会化和不充分社会化两种极端

倾向，解决办法就是将社会行为嵌入到社会网络中［２４］。嵌入性是指意图持续停留在某一社会网络，
并随时间的推移不断创造、更新和拓展网络关系的倾向［２６］。仅仅关心直接关联的两个主体会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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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一些重要的网络信息，嵌入性视角突出强调了社会主体间间接关系和路径的力量。这些间接影响
所引发的网络传递效应和系统性反馈都是社会网络分析的重要研究方向。因此，在分析社会互动影
响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时，应考虑由网络规模和关系强度所带来的间接影响效果，这在已有研究
中也得到了证明。基于此，本研究将节能知识和社会规范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到模型中，构成中介模
型 （如图３所示）。

图３　中介模型Ａｍｏｓ分析图与研究假设

１．社会规范。个体的心理意识和社会参照规范两个主范畴是家庭节能行为的内部和社会心理归
因［９］。社会规范通过提供一定情境下社会群体的节能行为规则和标准，引导个体做出与其相一致的行
为［２７］。社会规范强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使用了哪些方式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行
为方式和特点。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居民面临着比欧美国家城市居民更大的群体压
力，采取从众行为的可能性更大［２８］。社会规范作为影响城市居民行为的重要情境因素，可以通过向城
市居民提供对比信息或群体压力而促进家庭节能行为［１］。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ａ：网络规模越大，越能通过社会规范间接推动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实践。

Ｈ３ｂ：关系强度越大，越能通过社会规范间接推动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实践。

２．节能知识。环境知识是对资源环境问题解决方案的系统认知，包括自然环境知识、环境问
题知识和环境行动知识［２９］。环境知识丰富的居民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前因、后果以及解决方案均有
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更容易表现出节能行为的倾向。节能知识是形成环保态度不可缺少的先决条
件，也是个体对环境变化的现实及结果的科学和系统的认识。虽然大多数的中国城市居民对节能行
为并不陌生，但并不完全具备家庭节能实践的问题知识和行动知识［３０］。因此，节能知识愈发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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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节能知识的传播主要以信息的形式在人群中扩散，继而形
成个体间的模仿、对比和趋同行为，以 “强关系”和 “弱关系”为主要方式的个体间社会互动对信
息 （异质性信息或关键信息）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３１］。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４ａ：网络规模越大，越能通过节能知识间接推动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实践。

Ｈ４ｂ：关系强度越大，越能通过节能知识间接推动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实践。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一）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即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分析中国城市居民的网络规模和关系强度对其

实践家庭节能行为的影响。所用量表均为已有研究中的成熟量表，为了避免部分国外研究量表所产
生的文化差异，本研究结合中国居民的答题情境和专家意见，对部分量表进行了口语化和本土化的
调整以便年长或文化程度较低的受访者理解，避免理解偏差的产生。在正式问卷发放之前，首先选
择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在校学生、学生家长和教师群体中进行了小样本预测试，并对问卷的信度
和效度进行了初步检验，进而对题项进一步调整以形成最终问卷。另外，问卷中设置了相倚问题来
保证问卷的可信性和严谨性，并以此为依据对回收问卷进行检查和筛选。

表１　研究样本的人口统计变量与家庭
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样本特征 类别 频次 占比／％
性别 女性 １３５　 ４６．１

男性 １５８　 ５３．９
年龄 小于３０岁 １４７　 ５０．２

３０岁及以上 １４６　 ４９．８
婚姻状况 已婚 １５９　 ５４．３

其他 １３４　 ４５．７
学历水平 本科以下 ４７　 １６．０

本科及以上 ２４６　 ８４．０
家庭总人口 少于３人 １３６　 ４６．４

３人及以上 １５７　 ５３．６
家庭月收入 少于１０　０００元 １５３　 ５２．２

１０　０００元及以上 １４０　 ４７．８
家庭月消费 少于５　０００元 １９０　 ６４．８

５　０００元及以上 １０３　 ３５．２
住宅面积 小于１２０平方米 １７０　 ５８．０

１２０平方米及以上 １２３　 ４２．０

（二）受访者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城市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并

使用纸质版问卷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共获取

２９３个有效样本。问卷中涉及的人口统计变量
有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４项指
标，涉及家庭特征的有家庭规模、家庭月收
入、家庭月消费和住宅面积４项指标。受访者
中女性占比４６．１％ （ｎ＝１３５），３０周岁以上的
居民占比 ４９．８％ （ｎ＝１４６），已婚者占比
５４．３％ （ｎ＝１５９），表明受访者的基本个人特
征分布比较均衡。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由于调
查渠道限制出现一定的比例落差，具有本科及
以上学位的居民占比８４．０％ （ｎ＝２４６）。从受
访者所在的家庭特征来看，三口之家或拥有更
多人口的家庭占比５３．６％ （ｎ＝１５７），月收入
超过１０　０００元的受访者家庭占比４７．８％ （ｎ＝
１４０），月消费小于５　０００元的受访者家庭占比

６４．８％ （ｎ＝１９０），家庭住宅面积小于１２０平
方米的受访者家庭占比５８．０％ （ｎ＝１７０）。表１展示了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和家庭特征。

（三）测量方法
本文采用多题项式量表测度模型中的主要变量，包括网络规模量表、关系强度量表、社会规范

量表、节能知识量表、家庭节能行为量表５个部分。问卷中的所有量表均为李克特量表形式。网络
规模和关系强度采用李克特７级量表形式，从１ （非常小／弱）到７ （非常大／强）代表规模和强度
由低到高。社会规范和节能知识两部分量表均采用李克特５级量表形式，从１ （很不同意）到５
（非常同意）代表认可程度由低到高。量表和题项设置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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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问卷设计、因子载荷以及量表来源

变量 题项设置 因子载荷 量表来源

网络规模 Ａ１：平时与您保持联系的亲人多吗 ０．８３７ ［３２］

Ａ２：平时与您保持联系的朋友多吗 ０．８３９
Ａ３：平时与您保持联系的邻居多吗 ０．５４０

关系强度 Ｂ１：您与亲人相处的关系紧密吗 ０．７１７ ［３３］［３４］

Ｂ２：您与朋友相处的关系紧密吗 ０．８７９
社会规范 Ｃ１：我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在生活中采取低碳节能措施 ０．８０８ ［３５］

Ｃ２：乱丢垃圾的行为会受到周围人的谴责 ０．４６４
节能知识 Ｄ１：每年都会由于饮水机在不使用时没关电源而带来大量电力损失和碳排放量增加 ０．５８７ ［３６］

Ｄ２：冰箱里物品太少的时候，耗电量反而会增加 ０．５３８
Ｄ３：洗衣机内洗涤的衣物过少和过多都会增加耗电量 ０．６９９
Ｄ４：如果每年全国减少１０％的一次性筷子使用量，可减少１０．３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０．６８１
Ｄ５：地板辐射采暖 （地暖）比对流采暖 （暖气片、空调等）更高效、更节能 ０．６３６
Ｄ６：电风扇转速越快越耗电 ０．５４４
Ｄ７：家电待机能耗占我国家庭电力消耗的比例高达１０％ ０．７６７
Ｄ８：冰箱放八成满时最省电，同时制冷效果最好 ０．７８２
Ｄ９：夏季空调设定温度每调高１度，就可省大约８％的电量 ０．５８７

家庭节能行为 Ｅ１：离开房间时，随手关灯 ０．５９４ ［３７］

Ｅ２：电器不使用的时候，就关闭电源 ０．５２１
Ｅ３：从冰箱中存取食物时，尽量减少冰箱开门次数 ０．５３７
Ｅ４：使用空调时，夏季温度设定不低于２６度，冬季温度设定不高于２０度 ０．６２８
Ｅ５：主动调低电脑、电视的声音大小以减少耗电 ０．７６５
Ｅ６：做饭时，注意调节火苗以减少燃气浪费 ０．６６０
Ｅ７：注意调节水龙头和马桶的水流大小，经常 “一水多用” ０．５２５
Ｅ８：短时间不用电脑、电视，也会启动省电 （休眠）模式 ０．６０６

（四）抽样流程
为了弥补纸质版问卷发放渠道和范围的不足，本文采用 “志愿者－代理”形式发放问卷。具体

地，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有偿招募在校大学生作为志愿者，并对报名志愿者的家乡所在地进行筛选
和剔除，继而基于省份异质性开展分层抽样调查。志愿者们被要求在假期期间统一将问卷带回家乡
所在地区的大型社区和超市进行分发和回收，并在新学期开学后将所得问卷统一提交给课题组。另
外，每位志愿者最多可以领取１０份纸质版问卷以保证样本的区域代表性。调查问卷发放从２０１９年

１月１日开始，４月１日回收完成，历时３个月，共发放问卷４６７份，回收４４７份，回收率为

９５．７％。通过回收整理，并删除空白、漏填、态度不端正，以及具有明显规律性和明显前后矛盾的
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２９３份，问卷有效率为６５．５％。由于问卷共有２５个题项，根据Ｋｌｉｎｅ［３８］，
最终所得的有效样本量至少为题项数的１０倍 （２９３＞２５０），显示本次抽样调查所得数据有效。

（五）数据分析
在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采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评估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大于等于０．７时，可以达到社会和心理学研究的标准值［３９］。通过皮尔森相关
系数双尾检验，可以得到潜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并以此判断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一步通过
组合信度、因子载荷值以及平均抽取差异值三项指标来判断结构方程模型的聚敛效度。本研究通过
一系列评价指标来判断模型拟合结果，主要包括极大似然比卡方值 （ＣＭＩＮ）、自由度 （ＤＦ）、卡
方自由度比 （ＣＭＩＮ／ＤＦ）、良适性适配指标 （ＧＦＩ）、调试后良适性适配指标 （ＡＧＦＩ）、非规准适
配指数 （ＴＬＩ）、比较适配指数 （ＣＦＩ）、增值适配指数 （ＩＦＩ）、规准适配指数 （ＮＦＩ）以及渐进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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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均方和平方根 （ＲＭＳＥＡ）。其中，ＣＭＩＮ／ＤＦ 的可接受值应小于或等于３，ＣＦＩ、ＩＦＩ、ＴＬＩ、

ＮＦＩ、ＡＧＦＩ和ＧＦＩ等指标的可接受值应大于或等于０．９０，而ＲＭＳＥＡ指标的可接受值应小于或
等于０．０６ （如表３所示）。

表３　研究所用模型拟合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标准

拟合指标 验证性因子分析 直接模型 中介模型 评价标准

ＣＭＩＮ　 ８０８．７７２　 １０２．４１０　 ３８５．６６３ ＼
ＤＦ　 ４９４　 ６０　 ２３９ ＼
ＣＭＩＮ／ＤＦ　 １．６３７　 １．７０７　 １．６１４ ＜３
ＲＭＳＥＡ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６
ＩＦＩ　 ０．９１９　 ０．９６５　 ０．９４１ ≥０．９
ＴＬＩ　 ０．９０６　 ０．９５４　 ０．９３１ ≥０．９
ＣＦＩ　 ０．９１７　 ０．９６５　 ０．９４０ ≥０．９
ＧＦＩ　 ０．８５８　 ０．９４９　 ０．９００ ≥０．９
ＡＧＦＩ　 ０．８３０　 ０．９２３　 ０．８７５ ≥０．９
ＮＦＩ　 ０．８１５　 ０．９２０　 ０．８５９ ≥０．９

四、实证结果

（一）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通过信度分析，各潜变量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均高于０．７，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如

表４所示）。由于所用量表均为成熟量表，并经过该领域的专家判断和预测试的修正，问卷具有较
高的内容效度。通过皮尔森相关系数双尾检验可得，各变量相关系数几乎均达到显著水平，各潜变
量之间呈中低度相关，说明各潜变量间无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就平均抽取差异 （ＡＶＥ）而言，所
有潜变量的ＡＶＥ均大于０．５的标准值，且均大于该潜变量与其余潜变量的相关系数，因此可以判
定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进一步地，采用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组合信度来检验测量模型的结
构效度。结果证明，测量模型的各拟合指数均表现优异，说明测量模型拟合比较理想；各题项的因
子载荷系数均大于０．５的标准值，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大于标准值０．６，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结
构效度。

表４　变量相关性及其信效度分析

变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组合

信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

１．家庭节能行为 ２９３　 ３．４６３　 ０．７９５　 ０．７５１　 ０．８２３　 ０．８３３
２．网络规模 ２９３　 ４．２８３　 １．０６２　 ０．２４５＊＊ ０．６０９　 ０．７９２　 ０．７５０
３．关系强度 ２９３　 ５．２１５　 ０．８９１　 ０．１６０＊＊ ０．４４３＊＊ ０．７９５　 ０．７８１　 ０．７７１
４．社会规范 ２９３　 ４．０６７　 ０．６９８　 ０．１７４＊＊ ０．１４４＊ ０．１５２＊＊ ０．６５９　 ０．５８８　 ０．５４５
５．节能知识 ２９３　 ２．５２３　 ０．８８５　 ０．３１１＊＊ ０．３７６＊＊ ０．２７２＊＊ ０．０７２　０．６５２　０．８６７　 ０．８６９

　　 注：＊、＊＊分别表示５％、１％的水平上显著，对角线值为各变量的平均抽取差异值。

（二）模型的直接效应检验
在信效度分析和验证性因子检验的基础上，通过直接模型检验来验证研究假设。将网络规模和

关系强度作为外因潜变量，将家庭节能行为作为内因潜变量加入模型中，验证模型的直接效应假
设。通过分析，直接假设模型在各拟合指标上均表现良好 （如表３所示），说明模型拟合得比较理
想。就潜变量间的路径系数而言，网络规模越大，越能推动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 （α＝０．１９９，

ｐ＜０．０５），Ｈ１ 假设成立；而关系强度的增大并未对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产生显著影响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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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９８，ｐ＝０．２７１），假设 Ｈ２ 并未得到支持 （如表５所示），表明不同社会互动模式在推动中国城
市家庭节能行为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具有显著差异。就促进中国城市居民减少碳排放量而言，扩大
社交范围比增加社交深度更能发挥显著作用。

表５　直接模型检验结果

路径 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Ｃ．Ｒ ． ｐ值
家庭节能行为←网络规模 ０．１９９　 ０．０６８　 ２．２７７　 ０．０２３
家庭节能行为←关系强度 ０．０９８　 ０．０７５　 １．１０１　 ０．２７１

（三）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
进一步地将社会规范和节能知识两个中介变量加入模型中，构成中介效应模型。就模型拟合情

况来看，各拟合指标均表现优异，说明测量模型拟合比较理想 （如表３所示）。中介效应模型的路
径系数显示，网络规模扩大对中国城市居民节能知识的提高 （α２＝０．３７４，ｐ＜０．００１）表现出了显
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增强社会规范的作用 （α１＝０．０８７，ｐ＝０．７２７）并不显著。关系强度的提高对
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规范增强 （β１＝－０．０４５，ｐ＝０．７３５）和节能知识提高 （β２＝０．０８５，ｐ＝
０．３０３）均未产生显著影响作用。而社会规范的增强对推动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实践 （γ１＝
０．１０３，ｐ＜０．０１）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节能知识的提高对推动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实践
（γ２＝０．３２２，ｐ＜０．００１）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如表６所示）。因此，Ｈ４ａ得到支持，而 Ｈ３ａ、Ｈ３ｂ和

Ｈ４ｂ均未得到支持。在中介效应模型中，网络规模扩大对推动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的影响路径系
数并不显著 （α′＝０．１１２，ｐ＝０．１４３），因此，节能知识在网络规模与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之间起
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节能知识所起到的中介作用也可以从标准化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中
看出 （如表７所示）。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说明，节能知识的提升在当前阶段对于推动中国城市家
庭节能行为实践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随着中国城市居民社交范围的扩大，这一影响随之增大。

表６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路径 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Ｃ．Ｒ ． ｐ值
社会规范←网络规模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９　 ０．３４９　 ０．７２７
节能知识←网络规模 ０．３７４　 ０．０６９　 ４．０９３ ＊＊＊
社会规范←关系强度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３ －０．３３９　 ０．７３５
节能知识←关系强度 ０．０８５　 ０．０６７　 １．０３１　 ０．３０３
家庭节能行为←社会规范 ０．１０３　 ０．１５７　 ３．１７２　 ０．００２
家庭节能行为←节能知识 ０．３２２　 ０．０８１　 ３．９８４ ＊＊＊
家庭节能行为←网络规模 ０．１１２　 ０．０５８　 １．４６４　 ０．１４３

　　　　　注：＊＊＊表示０．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７　中介模型的标准化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路径 标准化直接效应 标准化间接效应 标准化总效应

社会规范←网络规模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７
节能知识←网络规模 ０．３７４　 ０．３７４
社会规范←关系强度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５
节能知识←关系强度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５
家庭节能行为←社会规范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３
家庭节能行为←节能知识 ０．３２２　 ０．３２２
家庭节能行为←网络规模 ０．１１２　 ０．１２９　 ０．２４２

研究假设结果汇总如表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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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研究假设结果汇总

假设 路径 验证结果

Ｈ１ 网络规模→家庭节能行为 支持

Ｈ２ 关系强度→家庭节能行为 不支持

Ｈ３ａ 网络规模→社会规范→家庭节能行为 不支持

Ｈ３ｂ 网络规模→节能知识→家庭节能行为 支持

Ｈ４ａ 关系强度→社会规范→家庭节能行为 不支持

Ｈ４ｂ 关系强度→节能知识→家庭节能行为 不支持

五、研究结论及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 “弱关系假设”和 “强关系假设”两种视角出发，采用抽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

社会互动对于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的影响，通过直接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两阶段验证法分析
了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的社会化影响路径，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１．在社会互动中，居民社交网络规模的扩大能够直接推动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而社交关
系强度的提高并未发挥显著作用。由直接效应模型所得结论既直接证实了社会互动可以显著影响家
庭节能行为［１］［５］，进而减少碳排放的产生，也证实了 “弱关系”在影响社会主体行为和决策方面具
有重要的影响力［１２］［２４］。由 “弱关系”带来的异质性信息包含大量有助于个体实践节能行为的知识，
社交互动中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可以显著提升居民对家庭节能行为的系统认知，进而提高其实践家
庭节能行为的能力和意愿。由此可见，社交范围的扩大对于当前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领域的决策
和实践十分重要。相对而言，社会互动中的关系强度及其所产生的规范化压力对当前阶段中国城市
家庭节能行为的实践并未产生显著推动作用。因此，由Ｂｉａｎ［２１］提出且适用于中国情景下的 “强关
系假设”在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领域的效果并不显著。该结论为有效通过社会干预措施促进中国
情境下城市居民实践节能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基础。

２．节能知识的提高对于当前阶段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的决策和实践十分重要，且与已有部
分研究的观点保持一致。中介效应模型的结论与直接效应模型较为统一，都证明了 “信息桥”在家
庭节能行为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一般地，“弱关系”可以帮助个体跨越社会结构与阶层的界限
以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从而将其他群体内部的重要信息传递给该群体之外的个体［２６］。相对而言，
个体间的 “强关系”意味着社交圈的重叠程度较大、群体内部个体所掌握信息和资源的相似性和重
叠度较高，因此，通过 “强关系”获得的信息资源的异质性较低［１２］。网络规模越大，越可以通过
节能知识的中介作用显著提升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领域的实践，这进一步证实了 “弱关系”对于
个体获取异质性信息的 “桥梁”作用［２４］。因此，“弱关系”虽然不如 “强关系”那样坚固，却呈现
出极快的、低成本的和高效能的信息和资源传播效率。从这个角度而言，节能知识的提高更多地会
通过 “弱关系”作用显著促进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而社交网络规模的扩大并未对社会规范的提
升产生显著影响，这在中介效应模型中得到证实。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社交网络规模的扩大并未促
进社会规范效应的增强，但路径分析结果证实，社会规范确实对家庭节能行为带来了积极影响，说
明规范化压力对个体行为、决策和实践可以产生显著作用。

３．在社会互动中，居民社交关系强度的提高并未对节能知识和社会规范产生显著提升作用，
即 “强关系”无法显著推动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这说明在我国高度社会化的社会情境下，城市
居民所掌握的有关节能行为的关键信息具有较高的重复性，即使进一步增强关系强度也无法带来家
庭节能行为实践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关系强度的提高对于增强社会规范的作用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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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１＝－０．０４５），说明随着社交关系亲密程度增高，甚至可能会出现非节能行为的纵容。关系强度
与节能知识的脱节暗示在亲密程度高的社交关系中，较少传达与家庭节能相关的知识或技能。因
此，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亟待在环境价值观、责任感、社会文化和家庭教育等方面进行提升。

（二）政策建议
１．多措并举促进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采用多种方式，如基层节能社区建设、节能竞赛活
动和节能知识技能培训活动等增加节能实践的吸引力，通过个体间的社会互动塑造环保共识；通过
虚拟网络、新媒体等媒介以及公益广告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渠道普及和宣传节能知识；加强节能知识
的教育普及，推动节能知识在不同学习阶段的推广；积极发挥环保组织和大学科研机构的作用，开
展节能知识讲座和节能实践活动，提高公众的节能知识存量和环境责任感。

２．加强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外部条件的建设。在通讯、交通、邮递等公众服务领域提升基
础设施建设质量和服务质量，辅助城市居民拓展社会网络，扩大城市居民社交范围。基础设施配
套、产品技术条件、行政法规政策等情境结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城市家庭节能行为的成本
结构。电力、燃气、供暖和节能家电折扣等财政补贴措施的采用也可以大大提高消费者的节能选择
和决策。此外，社会压力也会增加家庭节能行为的心理成本，因此需要政府和社会机构一起倡导与
节能相关的良好社会风气。

３．构建多维度节能激励模式。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经验，将节能行为纳入城市居民的 “居民环
境信用体系”中，通过建立家庭 “绿色账户”和 “环保档案”等方式，系统化激励城市居民参与到
生态文明建设中；通过塑造社会模范形象发挥表率作用，通过社会互动传播机制，形成 “以点带
面，以面带群”的扩散效应。

（三）研究局限性及展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和条件限制，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１）问卷发放数量和

抽样方式有待进一步改善。受限于纸质版问卷形式、线下发放渠道和收集方式，本研究通过随机抽
样方式仅获取了２９３个有效样本。另外，志愿者均来自同一所高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受访
者样本的异质性。在后续研究中，应进一步扩大志愿者的招募范围，并融合线上问卷发放方式以增
加样本量，从而获取更具代表性的数据。（２）虽然节能知识对于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实践至关重
要，但节能知识量表的样本平均值只有２．５２３，远低于其他变量的平均值，表明中国城市居民节能
知识相对欠缺。究其原因，节能知识在模型中的显著性表现有可能是因为数值变动在起点值较低时
所产生的放大效应。后续研究应获取更多代表性数据来对该结论做进一步验证。（３）“强关系假设”
在职业流动研究领域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并已得到了大量案例与实证的验证。然而，由于研究领域和
样本的差异，本文未得出支持 “强关系假设”的结论，但并不完全否定 “强关系假设”在其他研究
领域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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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建华，等：“强关系”还是 “弱关系”———社会互动对中国城市家庭节能行为的影响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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